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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_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
202_年11月30日，第八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新改革、新发展:理论与现实的思考，论坛由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中国时代风采征评活动组委会联合举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协办，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周建波教授、杜丽群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土华春副教授和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冯华教授主持会议。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对外经贸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出席并发表演讲，山东寿光日报社、浙江如意集团等媒体机构和企业代表也在大会作了主题发言，光明网、工商时报等多家国内媒体参与此次学术交流活动。
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副校长张彦教授，北京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社会经济史研究所所长孙祁祥教授和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钱津研究员分别代表主办单位致辞。钱津研究员指出:中国经济思想论坛肩负着鉴往知来的历史担当，经济史与经济思想史研究过去的事件与人物，其目的在于从中总结发现对当下有借鉴意义的思想和规律，解决现实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下，经济的课题已经成为绝大多数中国人每天都要关注的热点，关于中国社会在接下来一段时问将会发生怎样变化的问题，社会各界希望听到经济领域专家学者的声音。本次论坛的主题很好地切合了当今中国思想层面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宏观经济的调控，区域经济的发展，企业经营思想与国际经济的交流等，学者们应在这个平台上，通过思想上的交锋讨论，澄清这些问题并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科学的思想引导。
一、理念、制度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校长助理、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部长李强教授首先发言，并在演讲中阐释了他对韦伯的制度主义的分析，通过介绍韦伯著作所体现的基本思想，对传统中国为什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进行了制度的解析。他认为，对于为什么在欧洲产生出现代资本主义，马克思主要是从纵向的角度研究了欧洲的政治、法律、社会情况，发现欧洲社会的变化源于生产关系的变化，而生产关系的变化又可归结为生产力的发展，因此他的理论贡献主要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纵向的发展研究。对于为什么同时期的欧洲出现了现代资本主义而中国却没有，李强教授提出了以下观点:首先是因为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形式的工业组织如要合理的运用，必须能依靠可预测的判断和管理。早期资本家只有能够确定在把钱投入生产领域后会有可预测的回报，才会有资本主义产生。而在亚洲的宗法制国家中，这个条件并不具备。因为欧洲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封建制形式的家长制，而中国的传统支配方式是家产制形式的家长制。在家产制中，政治权利具有专断与随意性，这就导致了回报的不确定性，成为一种独特的资本主义，内政掠夺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现代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产生现代资本主义萌芽往往依靠多元的社会结构和具有理性化因素的社会文化。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一个好的政治法律制度，经济的发展是不可能的，而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否能建立起来，依赖社会文化中是否有理性化的因素。传统中国文化缺乏一个超越价值与现实对接，因而缺乏用理性方式改造制度的能力，因此传统主义在中国文化中是根深蒂固的。所以政治和法律的家产式制度在韦伯看来是阻碍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而文化中超越理性价值的缺失又导致我们很难对这个制度进行改革。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国行为法学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典志组副组长萧国良教授演讲的主题是增长的极限与没有极限的增长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争论的启示，萧教授从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历程、人口问题以及污染问题三个方面阐释了这个争论，并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方法论、经济发展与经济研究思维的三点启示。首先他指出工业革命后，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已经成为了发展中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方法。悲观主义的代表罗马俱乐部考察了工业革命以来的五种趋势，即:加速工业化，工业化增长速度呈现出指数型增长;工业化的加速导致快速的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带来粮食的匾乏，导致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地存在营养不良;由于工业化的加速，不可再生资源的耗尽和环境的污染日益严重。针对这五大趋势，罗马俱乐部得出的结论是: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全球经济增长的极限将在一百年当中产生。而这种悲观主义思想受到众多经济学家的批判，其中未来学家朱利安林肯西蒙在《最后的资源》一书中，就对其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论述了乐观派对人类资源、生态、人口与经济增长等问题的看法。他认为，第一，资源稀缺，价格上涨，将促使创新及替代品的产生。第二，从石器时代与农业革命时期的人口革命来推断，工业革命后人口增长也会趋于平稳，长远来看，人口规模一定是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第三，对于污染问题，政府可以逐步摸索执行正确的公共政策，将外部性内在化，对企业形成正确的激励，污染控制与环境改善都是可能的。最后萧教授从乐观主义与悲观主义的论战中得到了三点启发:首先从方法论上来说，罗马俱乐部的错误在于从近距离静态的角度看问题，而我们需要用历史的长远动态眼光看问题;其次，他指出麻省理工学院瑞库茨维尔博士曾摩尔定理的扩展定理，该定理指出，人类出现以来所有技术发展都是以指数增长的。一开始技术发展是小的，但是一旦信息和经验积累到一定基础，发展开始快速增长，以指数的形式，然后是以指数的指数形式增长。这启发我们由于技术在以更高的速度发展，以上的因素只能在一定时期阻碍经济的增长，而不会造成所谓的极限;第三点是悲观主义虽然只出了问题，但却没有解决问题的办法，乐观主义是否能圆满解决问题也有待考证，因而圆满的思维模式既需要乐观主义，也需要悲观主义。同时这也是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学的思维方式。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经济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经济史学会理事龙登高教授顺应党的十八大中对土地产权制度改革放宽的潮流，结合历史经验，讨论了在中国现行制度框架下，应该怎样将一直界定为使用权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化为财产权的问题，同时探讨了中国的土地制度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问的相关性。现阶段，由于使用权的可交易性很低，无法完成推动农村改革的使命。按照经济学的基本思路，最好的办法是将集体产权变成私有产权，但是这种改革路径在实施过程中会造成比较大的社会动荡，且在集体产权私有化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及官员权力滥用会给改革过程造成极大的不确定性。对此，龙教授提出从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中寻找改革的灵感。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中国农业长期领先于世界，并且在短缺经济时代以有限的土地养活着人类四分之一人口的重要的制度基础。其中龙教授特别提到了田面权制度，即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两个产权，田面权与田底权。田底业主拥有土地所有权，收获地租。田面业主则拥有土地经营权和田面的收益支配权、交易处置权，这是土地财产权的一种实现形式。田面权的转让不影响田底权变动及其地租收益，排他性地拥有各项产权权利，不仅具有用益物权，同时具有担保物权的功能。若让田面权变成家庭承包，把田底权变成集体产权。则作为土地所有者的村乡集体拥有田底，保留自物权，将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他物权属性，在原有的使用权之上扩展用益物权，增加担保物权功能。这种改革方式顺应国家提出的土地确权，而其具体的实施仍要靠农民与基层政府的进一步探索。
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亚光副教授谈论了他对于李鸿章的经济思想及其现代价值的思考。他指出，李鸿章身上有国家干预主义的思想。洋务运动时实行官督商办的政策，名义上要发挥民间资本的力量实现求强与求富的目的，实践中却导致暴力维系，暴力导向的双暴力局面。张亚光副教授引用李鸿章在美国接受采访时留下的外文文献，提出李本人是承认竞争对于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都是有利的。在理解政治经济学精髓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国家干预的政策，学者们通常有两种解释:有人认为是为了一己私利;但同时也有人认为这与当时的国情有关，民间资本不发达的时期，需要国有企业来维持国计民生。张亚光副教授不赞同这两种观点，他认为工业化初期在经济腾飞的初期民间资本不发达的观点在历史上能够找到很多反例，例如晚清财政情况与胡雪岩的关系，因此洋务运动不让老百姓完全发挥自己的主动性，让国家去干预去监督这和事实不符。同时他还认为，如果说将洋务运动中大量建立的国有企业看做像现在的国有企业一样是为了国计民生，那么洋务运动中大量的轻工业民用工业的存在就是我们如今需要思考的问题。我国现在处于强政府弱市场的阶段，面临变革的节点，李鸿章经济思想的启示与现阶段的改革有直接关系，尤其对于最近中央提出和强调的顶层设计，张亚光副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从上而下发起的变革往往不如由下而上的变革成功。
二、企业治理与地区发展的实践经验
浙江如意集团董事长储吉旺先生从自身的商业实践出发，与到场的来宾分享了自己经商过程中坚持的三个主义:即现实主义、理想主义与实践主义。储先生指出，当今中国已成为世界的加工工厂，中小企业数目众多，这些基层企业的发展需要文化的引航。储先生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成功，作为一个从基层企业做起的成功企业家，他认为没有企业文化引领的企业在定位与目标选择上的不确定性，会使企业的发展陷入危险的境地。储先生与与会听众分享在创业过程中，其为自己订立的三个主义:首先是现实主义，小企业的发展壮大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的困难，例如关系的培养与人才的引进，作为企业家要正视困难面对现实。其次是理想主义，企业家要有自己的道德准则，企业也应有管理目标和产品目标。储先生将自己企业的当前目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空间换地，以空间的高效利用弥补土地面积的不足，支持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第二是机器换人，聘请专家科研小组改进设备，提高机器的自动化程度，减少环节中人力的使用;第三是腾笼换鸟;第四是电商换市，利用高科技与前沿知识改善公司的经营。储先生的第三个主义是实践主义，他认为一个想法只有付诸实践才能检验其可行性，在想法的实行过程中权衡利弊，选择对企业的发展最有利的模式与道路。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北京大学企业管理案例研究中心副主任张健君副教授与与会的企业界人士分享了其对如何成为成功的企业家的看法。他认为，要成为成功企业家要具备三个品质，第一是学习，第二是胸怀，第三是分享。首先，他指出企业家对待学习的态度应由以下三句话来概括:学习很重要，学习需要有谦虚的态度，应具有终生学习的理念。张健君副教授引用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例子说明古今中外的成功领导者都十分善于学习。同时，我国人口众多的国情与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的引入使得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竞争的中心，面对激烈的竞争想要生存下去就要不断学习。在学习时要保持谦虚的态度，在学习新事物之前首先要承认自己的不足，日新月异的时代需要企业家不断摒弃旧观念，接受新观念，只有保持谦虚的态度才能拥有开放的思想。同时，与时俱进还要求企业家保持终生学习的态度，跟进技术的进步，发现新生代员工身上的合理性，为企业注入新的活力。其次，张健君副教授认为成功的企业家需要拥有宽广的胸怀。他以朱元璋与李世民的对比为例，阐释了胸怀与事业成功的关系。胸怀是容忍事物多样性的能力，不以单一的标准衡量所有人，这样才能实现岗位与人才最契合的匹配。最后，张健君副教授补充认为，分享也是一个领导者成功的必要品质，懂得分享的企业家才能将事业做大。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伦理研究中心田一可研究员则以岳飞和南皮的一家企业尹家云亮香油坊为例，分析了厚道与厚黑的企业伦理与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系。他指出，岳飞的失败不仅是因为皇上的昏庸与奸臣当道，而是其自身不懂得为人处世之道所致，富有四海，守之以谦，做人应当适当地示弱，装穷，犯傻，露怯，才能在与他人和领导打交道的过程中成功。另外他以尹家云亮香油坊靠让利而得到了市场最终取得成功的案例为例，结合戈尔巴乔夫的宵禁政策逼高酗酒闹事数量的失败经历，指出做企业最重要的是思维方式的创新，没有绝对的成功之道，当厚道盛行时，厚黑的企业能够谋取更高的利润，而市场风气崇尚厚黑时，厚道的企业能够得到可持续的发展。
山东寿光日报社总编辑桑爱梅女士则从媒体的角度与会场听众分享了寿光能够成为全国蔬菜基地所具有的独特发展模式，并展示了城乡一体的寿光模式能够为社会带来的好处以及随之而来的经验和思考。寿光走的农民致富道路，不仅提高了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寿光整体的精神生活水平也在提高，已经成为全国报纸发行量最高的县域。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的特点首先是寿光将传统的零散市场集合为一个集中的蔬菜批发市场，全国的蔬菜集合到寿光再分流到全国各地，是全国蔬菜的物流集散地，也是绿色通道的起源地。同时寿光还重视蔬菜种植技术的发展和种业的发展，每年在寿光举办的国际蔬菜科技博览会是中国农业界的硅谷，为中国农业乃至世界农业提供前沿的农业技术。最后她指出，寿光的发展模式为全国的县域均衡发展，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经验，同时也为企业找到新的增长点和产业链提供了机会。
在本届论坛的闭幕式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经济思想史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钱津研究员与北京大学经济学院张辉副教授向大会致闭幕词并做总结发言。钱津研究员对整个会议的内容进行了精炼的概括，高度评价了各位主讲人的观点。张辉副教授长则对各位往临的嘉宾和支持经济思想史学科发展的各位同行与前辈表达了最衷心的感谢，并指出在十八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改革开放进入新的窗口期时，北京大学举办此届中国经济思想论坛，有利于我们加深对经济思想史学科的关注，强化对中国经济现实的认识，对于更好地把握新阶段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有着重要的意义。
本DOCX文档由 www.zciku.com/中词库网 生成，海量范文文档任你选，，为你的工作锦上添花,祝你一臂之力！
